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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研究＊
舒 满 君
［摘　要］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安徽巡抚福润题请清赋。安徽省官员希望通过清查荒芜及隐匿的
田产，增加田赋征收数额，以应甲午战后清廷财政之需，故专门在省城安庆设立清赋总局，以推行清赋。安
徽省清赋之事，因需重新造册，牵涉州县官员、胥吏、士绅多方利益，落实到州县往往演变为利权之争，贵池
县的清赋情形即是例证。总体上，透过这些争端，可以看到地方士绅积极的政治参与，同样也看到，争议之
下的安徽清赋运动整体效果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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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后，南方各省人口凋零，清廷鼓励开垦，各省屡有减赋、清赋之举①。台湾设省（光
绪十一年，即１８８５年）后，巡抚刘铭传推行清赋。对此，黄天祝、林玉茹、李文良分别从边疆财政经略、
地权分配等角度撰文论述②。光绪初期的清赋，可视为户部试图规复旧制之举，各处收效不一③，荒熟
田地并未得到彻底清查。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
约》，赔款２亿两白银，甲午战争的耗费与赔款给清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筹饷银与赔款，安徽、江南
等省先后发起清赋运动。关于江南的清赋，学界关注较多，如从财政管理体系切入，剖析清末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④；或对光绪二十五年刚毅江南清赋的史实进行梳理，着重分析清赋事件对江南士气及社
会权力格局的影响⑤。甲午战前的清赋可视为清廷规复旧制的努力，甲午战后的清赋是清廷财政筹
款的方式。学界虽对江南、台湾的清赋运动着墨较多，其他省份尚未见系统研究，但由于历史发展进
程和行政区划的不同，两者的研究角度与旨趣有显著差异。清赋运动是观察清末中央、地方关系以及
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
《安徽清理田赋条议酌存》（下称《酌存》）、《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下称《辑存》）、《安省奏办清
赋查报田粮总册》（下称《田粮总册》），是探讨安徽清赋问题的核心史料。《酌存》《辑存》均为当时安徽
布政使于荫霖所辑。《酌存》共四卷，收录《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三辑《华东史地文献》第二十三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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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最早关注到太平天国战后长江沿线的田赋整理，此后刘克祥对１９世纪清政府的清赋运动有过整体性概述［参见夏鼐：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１０卷第２期，１９３５年，第４０９～４７４页；刘克祥：《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
代清政府的减赋和清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９４～３５０页］。
黄天祝：《略论刘铭传在台湾实行的丈田清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４～１０７页；林玉茹：《由鱼鳞图册
看清末后山的清赋事业与地权分配形态》，《东台湾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１３１～１６８页；李文良：《晚清台湾清赋事业的再考
察———“减四留六”“的决策过程与意义》，《汉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３８７～４１６页。
刘增合：《光绪前期户部整顿财政中的规复旧制及其限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９本，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５～
２９９页。
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６８本，１９９７年，第５５～
１１５页。
范金民：《清末刚毅江苏清赋之考察》，《明清论丛》第１５辑，２０１５年，第２８６～３０６页；赵思渊：《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
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７３～８４页；赵思渊：《士气之藩
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７０～８５页。
中。《辑存》共十二卷，南京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本文所用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本。《酌存》《辑存》是于荫霖对清赋筹备、施行过程中各种议案、奏折、批牍、扎文内容进行的辑录。
林齐模、顾建娣曾使用《酌存》对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的田赋征收进行过描述①，但二人未留意《酌存》所
辑内容为清赋筹备时期的情形，未能揭露清赋推行的方式、过程以及各县的反应，而这些内容刚好在
《辑存》中得以保留。并且，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田粮总册》一册，封面页印有“督办安徽清查田
赋总局关防”，专门对光绪朝安徽各县清赋结果进行汇总。由此可见，《酌存》《辑存》《田粮总册》是可
以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史料体系，构成了光绪年间安徽清赋运动从筹备、推行到结束的完整记述。除此
以外，笔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藏有《贵池清赋刍言》（编号：线普４８５２２１，民国四年木活字本），其中包
含清赋前后贵池地方士绅王源翰与贵池县令往来的手折、书信，涉及清赋在贵池县的落实情况。《贵
池清赋刍言》作为州县士绅的记录，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安徽清赋的实践形态，丰富了史料的层次。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拟对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进行系统梳理，然后以贵池县清赋为例，重点观察
官员、胥吏、士绅群体在清赋运动中的立场与角力过程，勾画清赋运动在省、县行政中的演变趋势。最
后通过与江南清赋的对比，总结安徽清赋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一　清赋运动的发起与展开
安徽清赋运动是在甲午战后发起的。此时内地承平较久，清查土地，增加田赋实征数额成为筹备
饷需和赔款的渠道之一。安徽省清赋的保守目标是展复到太平天国战前的数额。皖省清赋一事，由
巡抚福润、布政使于荫霖合力办理，其以马丕瑤的解州清丈为参考，本拟通省全面清丈，清厘州县隐匿
田产，以此增加田赋收入。但在实际运作阶段，全面清丈之法成为陈报———巡查之法的备选，最终被
搁置、不了了之。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调任安徽巡抚的福润提出要“实力征收，求复原额”，并称已有令各府州
县查荒之举②。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润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折，提出筹款、用人、执
法、宽丈法、定民志、励人才的清丈办法六条，据称该办法乃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所建议③。
该折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得旨允准④。
皖省官员认为丈田事理繁重，需费较多，马丕瑶的解州清丈，最称得法，可以效仿。为了办好清
赋，于荫霖还选印马丕瑤《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的相关内容，其中占主要篇幅的是《解州清丈
地粮章程》和《丈清地粮以后永定章程》。于荫霖称：“今将解州章程重付之梓，图说录其七以见崖略，
余则省焉。其中如查粮、丈地、择人、造册各条，后有智者，无以易之”⑤。解州清丈的原则是“先查粮
后丈地，官筹款绅择人”⑥。具体方法是在城设立公局，拣选绅董负责局务，并赴各里组织清查户口，
清丈土地，造鱼鳞草册和户口粮地册，各村册籍造定后雇书手誊抄，制成鱼鳞图册、征粮簿册各两套，
其中一套鱼鳞图册、征粮簿册分别存州署库房和粮房，另一套存各村公庙⑦。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间，《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被发往安徽各州县以作为清赋的示范和参
考。由此可见，全面清丈造册是安徽省清赋的最初立意。然而，解州不过一直隶州，辖区范围较窄，马
丕瑶发动士绅近４０人，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十月至光绪七年五月，耗时一年半方才完成⑧。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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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润：《奏为遵旨筹议时务分晰复陈酌夺办理情形事》（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
折，档号：０３－５６１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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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　马丕瑶：《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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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丕瑶列举绅董３９人，见马丕瑶：《解州清丈地粮章程（图说附）》，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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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辖有八个府和五直隶州，下辖四个散州、五十一个县、九个卫，全面清赋之难可想而知。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安徽清赋总局在省城安庆开局。清赋总局的设立意味着皖省清赋一
事的全面铺开，各州县所有有关清赋之公文皆经由该局处理。清赋总局成立后，巡抚福润及清赋总局
随即发布告示，对清赋的宗旨和方法分别告知。福润的告示规定首报（即业主自行陈报）限期在光绪
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一月，十一月各州县将陈报情况汇总上报至清赋总局，由清赋总局就各县首报情况
再行议定后续办法①。清赋总局又颁布《清粮查荒勘丈简要章程》八条②。在清赋总局的主导下，清赋
正式分为陈报和巡查两个阶段，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一月是令业户自行陈报的时间，是清赋的第一
阶段。十二月，清赋总局开始委派官员赴皖省各州县巡查清赋进程，是清赋的第二阶段。清赋总局试
图待陈报有结果，确定陈报数额是否能够合足旧额，再决定是否推行全面清丈。
从八月份的札文可知，虽然七月皖省开始设清赋总局办理各项赋税事宜，但因期间穿插奏报秋成
之事，各州县清赋多有耽搁③。至十二月，清赋总局规定的首报期限截止，未陈报相关信息的州县尚
有３０余个④。为督促各府州县陈报，清赋总局只得委派各员巡查皖省各处，并将沿途情形禀复总局，
此为皖省清赋的第二阶段。据十二月的札文来看，此次巡查派员有潘文铎、王康平、龙凤鑣、何彬衡、
刘佐宸、方永昺、王大庆等，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条线路，派往皖省各县巡查清赋进度⑤。巡查结
束后各委员陆续回禀各县清赋详情，其后还针对个别州县进行了重点整治，比如徽州府婺源县，池州
府青阳县，凤阳府定远县、凤阳县、怀远县以及宿州，宁国府泾县等。第二阶段的清赋举措，除了派员
巡查以外，光绪二十三年二、三、四月间，清赋总局屡次札饬各州县官及卫所官员下乡勘察，令各县奏
报造册进度，尽快提交清册。
光绪二十二年年底，按照清赋总局的计划，在经过首报和委员巡查之后，需要综合分析各县的陈
报情况，决定是否再行清丈。从各县的陈报及委员的查勘情况来看，大部分州县只是陈报了查荒结
果，仅有个别州县（宣城）在此次清赋中编造了清丈鱼鳞图册，其他州县无论是在首报、查勘期间，还是
在其后，均未进行清丈。清赋总局亦未再行要求各州县进行清丈，清丈之议最终不了了之。
全面清丈之法被搁置其实在清赋方法尚未确定之前已埋下伏笔。《酌存》中有《各属清丈办法》一
篇，乃于荫霖所辑各府县属官对于清丈之议的反馈，其中有两种意见较具代表性：第一，表示清丈可行
但经费难以筹措，宁国府知府桂锳、广德知州钱文翼等执此观点；第二，主张采取先陈报后清丈的方
法，和州顾怀壬、朱大绅，含山蔡光裕，霍邱王树鼎，南陵孙玉铭等均持此观点⑥。巡抚福润曾奏调孙
葆田协助皖省清赋，孙氏称：“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
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⑦，其主张陈报之法，一时间传为名言。州县亦有“至清丈之法，
弊实滋多，非一言可尽”⑧的议论。
无论是清丈还是陈报，最终结果是试图重新造就一套田亩册籍作为州县田赋征收的依据与标准，
将太平天国战争后开垦、复垦的土地重新纳入赋税征缴体系，目的是提高田赋征收的有效性和征收份
额。但正如光绪《霍山县志》所言：“官以为清查，民以为加赋，胥吏乘之扰民而无济于正供”⑨，清赋一
事对于省级官府、州县官员、胥吏、士绅、乡民各群体而言，内涵有所不同。对于省级官府而言，清丈、
陈报均是查荒的方法，查荒是增加实收的手段；对于州县官而言，全面清丈造册是程序繁杂，需费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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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不一定能够在任期内完成，政绩不显，陈报造册程序简便、效果立时显现，且可增加契税收入；对
于胥吏而言，在掌握旧册控制征收的形势下，新册编造必然对旧有征收体系造成冲击，利权恐有损失；
对于士绅与乡民而言，新册编造乃摆脱胥吏把持征收的机会。因此，在州县与乡村，重新编造册籍将
导致各群体在田赋征收权势上的调整，册籍的编造与应用则可视为各群体力争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
程，其具体情形之纷繁复杂，贵池士绅王源翰多有记录，可略作参考。
二　贵池县胥吏与士绅的册籍之争
清赋前期的组织与筹备主要由各省级衙门与官员负责，安庆清赋总局颁布章程、确定方案之后，
清赋在各县全面铺开。省级衙门的功能主要在决策与督促，落实到州县，州县的清赋与省级衙门所面
临的问题截然不同。表面上看，州县清赋的任务不过是克尽清查造册之责，实际运作中却往往演变为
利权之争，贵池县的情况即是例证。
贵池县向有保书包收包缴之弊，“咸丰初，发匪踞城，官册散失殆尽，仅凭各保书推收混乱册稿为
征粮张本，由保书包收包缴。始则试征一二千担，历岁递加至四五千、六七千担而止。尚复掯串抵官、
吞灾捏欠。而取之花户，则无论田之荒熟、岁之丰歉，一以一万六千四百余担之原额为衡。每额米一
担，又视花户之强弱邪正，定价八九千至十四五千不等”①。官册之失使得官府失去对征收的控制，保
书因有推收私册在手而得以把持田赋征收。在王源翰看来，保书群体是清赋的第一大障碍。此种情
形，贵池县并非个例，姚锡光的《吏皖存牍》里的石台县亦如是。
清赋伊始，士绅群体与保书群体即处于对立面。贵池名士章兆鸿时在邑中，其称：“邑绅在事者，
唯吾友王涤斋功为多”②，王涤斋即王源翰，贵池人，曾入贵池刘含芳（字芗林，光绪十七年调补登莱青
兵备道，淮军将领）幕府。甲午战败后，王源翰奉刘含芳之命赴烟台接收旅顺，后回籍。王源翰作为诸
绅之代表，切实参与了贵池县的清赋之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源翰自称“既归，而吾皖省清赋之议
起矣，于是私相额颂，曰贵池三十余年沉疴不起之疾，今其有疗乎？”③王源翰所谓“三十余年沉疴不起
之疾”即指的是保书包收包缴之弊。王源翰初闻清赋之议，对全面清丈颇有疑虑，曾提出筹办之议、省
累之议、善后之议各两条，主要内容包括雇人测绘、不假胥吏之手，令三十九保各划疆界分饬造册呈
核，宽既往，立粮柜行自封投柜，立城乡归户册管理推收，分别荒熟核实岁额等项④，其中部分意见被
贵池县令柯劭憼订立清赋章程时采纳。
柯劭憼有意将清赋造册之事交给士绅办理，以压制保书把持征收的势头，声称“其所以必责成绅
董者，以卑县征收之权偏重于保书，如再令保书查报，必有益无损，故也”⑤。据王源翰的记载，参与清
赋的绅董除了其本人以外，尚有贡生彭振、吕鸣鹤、张德华，监生叶钧、张彬、郑毓钟，秀才汪宪模、董润
升，守戎方胜桂，例贡章江、杨海筹，太学生章必选、章学文、邓文瑞诸人。在王源翰等当地士绅和县令
柯劭憼的共同努力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左右，贵池县成立清赋局。柯劭憼按照省局要求订立清赋章
程一册以及晓谕各董保清赋办法十二条。章程规定业户可以自陈己业，以契为据，印契、白契、抄契、
典契、靠契（含义未明，待考），抑或是契据遗失等情况均有不同处理方式，未税之契先赴清赋局契税，
然后陈报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柯劭憼禀折上亦称造册完毕，虽然原额尚未展复，但每年可多征一
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两八钱⑦。士绅重新造册看似颇为顺利，但贵池清赋局欲以此新册启征丁漕，却遭
到了保书群体的集体围攻，困难重重。
光绪二十三年上忙⑧亟待启征之时，依清赋新册征收之议遭到持有旧册的保书群体的激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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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王源翰：《贵池清丈议并序》（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贵池清赋刍议》卷上，上海图书馆藏，第３、４，６页。
章兆鸿：《贵池清刍言序》，《贵池清赋刍议》卷上，第１页。
王源翰：《与邑人论清赋善后书》，《贵池清赋刍议》卷下，第４１页。
⑥　《署贵池县知县柯劭憼禀》（二十二年八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八，第４、９～１０页。
《署贵池县知县柯劭憼禀》（二十三年五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八，第２８页。
按：清末州县田赋征收多分为两期，称上忙、下忙。
几乎酿成事变。贵池县保书群体声言要“新旧搀征”，此处“新旧”乃至新旧册籍，即保书原有册籍和士
绅清赋新造册籍。保书群体在启征之前已经上诉至池州知府文明处，并取得了文明的支持。五月十
二日，开征期迫，绅董聚集在县令柯劭憼处。但贵池知府文明向柯劭憼发出了“现查熟田若干，迅归旧
册并案启征”①的檄文，令柯劭憼照旧册征收。除了贵池知府的檄文，柯氏还称：“乃近日保书百十成
群，更番迭进，稽首崩角，乞怜不休。余力持不可，则长跪至夜分不肯起，心颇为动。在署诸友因赞成
是议，此一念恻隐害之也。”②在清赋册籍完成之际，保书群体先后动摇了幕友及县令，并与池州知府
联合向知县柯劭憼施压。
五月十三日，柯劭憼决定依诸绅董保之议，照清赋新册征收。彼时“保书率男妇数百人截县门，谋
胁之”③，保书群体还率众入清赋局，欲挠毁新造册籍，柯劭憼听闻保书此举，命令捕治，保书方率众离
去④。是日夜，保书率众先集于保总局（此局乃嘉庆末贵池知县卢元荣私祠，卢元荣在其任开启了贵
池县漕粮加耗，后任递加之规，被保书立祠私祀），然后发起了对士绅群体的攻击⑤。士绅章学文至柯
劭憼处禀告此变，柯劭憼率人平息此事，力惩保书数人，王源翰等乘机建议行自封投柜于贵池。在士
绅和县令的强力弹压之下，保书气焰稍被压制。
光绪二十三年冬，柯劭憼调任太湖，离任之日，“保书蜂起掷瓦石碎屑，肩舆赖乡民夹道卫送，城守
亦率兵击却之，得就艇”⑥。柯氏离任后，保书发起新一轮的反扑。保书群体贿赂池州府知府（文明）
之子及其姻亲、幕僚，试图恢复保书包征。王源翰递手折于新任知县方免于包征。保书群体屡屡试图
恢复旧册征收，不能如愿，遂以“抗粮构讼”⑦为名，将各绅董诉于知府。池州知府文明还曾将此事通
禀至安徽巡抚、布政使等处，文明所述如下：
　　访闻贵池县清赋案内劣绅章学文、方胜桂、叶钧、姚吉晖等在于郡城施家湾地方私设四乡公局，按亩敛费，至
数千元之多，把持公家，抗粮构讼。凡有乡民来城完粮者，务先勒令至局听其行止。现在该县漕粮开征至今，乡
民观望，毫无起色，皆由该董等把持所致⑧。
从上引资料可知，池州府知府文明意欲将小民观望不完粮的原因归咎于诸绅董，认为诸绅董有把
持粮政利权之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清赋总局委派邓嘉缜、周麟述往池州查办章学文等“把持敛
费”之事。二人沿途访闻，并听取池州知府文明、贵池县张令面言。面对清赋总局委员的面询，知府文
明承认前引通禀中所称内容，仅“每亩敛费十文”一项，确有依据，并责难四乡公局系绅董敛费置买⑨，
此前所列其他有关把持、抗粮等项并无所凭。
接任贵池县张令称：“该绅章学文等办理清赋，未闻有何劣迹，亦无控案。设局一事，系由四乡绅
衿在柯前令任内禀准，在城设立公所，举办劝善、兴利、存册、会课等项，经柯令批准并捐廉为倡，原案
钞呈。”瑏瑠该县令指出四乡公所乃柯劭憼捐廉倡建，澄清了文明所谓敛费置买四乡公所之说。县令张
氏还指出，“本年定丁漕责成约保鸣锣催完，并不借重董事投柜完粮，百姓称便，欢欣鼓舞”瑏瑡，表明绅
董并未参与征收事宜。
邓嘉缜、周麟述依据文、张二人所言，并结合在贵池访闻情形，指出：“此次文守所禀各情，核诸县
案，微有参差，则缘柯令之批准设局及裁革保书、革除由单等事，均未禀府有案。文守因征收不见起
色，又见该绅等设局捐费，实有其事，是以缮发通禀”瑏瑢。针对贵池知府文明所称公所每亩敛费之说，
邓、周访查后称：“（乡民）甘愿出费，众口同声，以为有益”瑏瑣。经邓、周二人回禀，“方伯、廉访大怒，请
两院降之罚。今大中丞邓公为宽其事，自是太守视邑绅如眼中玉屑矣”瑏瑤。方伯、廉访指布政使于荫
霖、按察使赵尔巽。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接任安徽巡抚邓华熙仍令裁革保书，但认为委员禀覆中尚有
“不实不尽之处”，对知府文明有所维护，绅董免深究，县令柯劭憼记过一次瑏瑥。
贵池清赋之事借由知府文明通禀上宪扩大了影响。因贵池清赋乃知县柯劭憼一力推行，其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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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⑤⑥⑦瑏瑤　王源翰：《贵池清赋刍议》卷下，第５、６、８、８、９、１０、１０～１２、１２页。
⑨　《委员奏调同知直隶州邓嘉缜、候补知县周麟述会禀》，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十，第１９、２０，２３页。
瑏瑡瑏瑢瑏瑣　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十，第３１、２１、２５、３３页。
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三，第２１页。
经艰险并受责罚，赵尔巽彼时任安徽按察使，深知其中故事，故而在其编撰《清史稿》时为柯劭憼立传，
称其为儒吏，有“吏百计挠之，不为动”一句，此吏乃指贵池保书。赵氏还指出邓华熙曾“听浮言”弹劾
柯劭憼，此“浮言”当来自池州府知府文明，而柯劭憼得免于处罚在于两江总督刘坤一①。据称，彼时
王源翰、姚景崇曾赴江宁，将其中故事诉之于刘世珩，刘世珩是贵池刘瑞芬（淮军出身，官至广东巡抚，
曾出使英、俄等国）之子，近代著名出版家、收藏家，刘世珩再行禀告刘坤一，使柯劭憼最终免于处
分②。
综上可知，在此次保书与士绅的新旧册籍之争中，士绅获得了胜利。贵池县此次清赋造就官、乡
两套册籍，官册在县署存档，不经各书之手，乡册由各保公同管理，保书旧册彻底被废弃。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前后，贵池县署被焚，册籍遭毁，安徽藩司尚有调取乡册进行修复之举③。从造册的成效来
看，贵池清赋的结果在当时无疑可视为光绪朝安徽清赋的典范之一。
就安徽清赋的整体情况而言，在实际的行政中，各县所面临的情况不一，围绕清赋产生的利权之
争，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有的表现为册籍之争④，有的表现为牌价之差、荒熟之别（例如歙县）。由
于全面清丈之议被搁置，除了宣城、贵池以外，皖省其他州县似乎均未能全然重新造册⑤。这些纷争，
特别是在皖南，有相似的趋势，即士绅群体表现出情绪的高涨和积极参与，这与学界所研究刚毅清赋
中江南士气之低迷形成强烈对比，安徽清赋在效果及社会影响上也应与江南清赋之情形作一比对。
三　清赋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之后，安徽各县清查田赋基本结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安庆清赋总局正式
裁撤⑥。作为甲午战后较早响应“凑解军需”策略的光绪朝安徽清赋运动，其实际效果并不显著，这一
点通过与刚毅江南清赋的结果进行对比便可知晓。在清赋推行过程中，往往激起地方矛盾与冲突，透
过这些冲突可以发现，旧制度中孕育着的新变化，与江南的情形有所不同。
安徽清赋的成效可以通过增加税银数额、展复荒田数额知晓。《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记载，此
次清赋按银米折算，共增加税银１４万余⑦，《田粮总册》载，通共连米折银１４２　８３４．２５两，二者记载一
致。《田粮总册》的记载较为详细，从中可知安徽省原荒田有６　１３３　３６２．１８７亩，光绪二十二年及光绪二
十三年各县先后呈报清赋案内共清出２　１０９　８７９．９９３亩。简单计算可知，此次展复田亩数额大约占原
荒田数额的３４．４％，这也与“计得原缺荒田十分之三”⑧的记载相符合。但由于没有全面清丈，其１４
余万两清出数额仅停留在呈报数字层面，是否能够全部足额征收并上缴户部不得而知。在光绪二十
三年邓华熙的奏折中有“安徽省各属荒田虽经设法查垦，续有垦复，而余剩类多硗瘠，骤难刻致复
额”⑨之语，说明展复旧额的预定目标可能并未达成。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安徽省正供之亏欠，已
逾旧额瑏瑠，查荒或亦仅得一时之效。
对比江南的情形，刚毅南巡预期从清理苏省财政而筹措款项１　９４１　５４０两，增幅约在该省总收入
的９．７％至１３．６８％之间。刚毅在江苏乃全面清理财政，其１９４万余两包括田赋、厘金、盐税等款，田
赋只是其中一项。从田赋来看，其预估苏属地区地漕每年增多６０万两，地丁２０万两、漕粮４０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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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七九，第１３０９０页。
刘重光、杨世奎编：《安徽贵池南山刘氏瑞芬公世珩公支系史乘》，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３页。
《札饬贵池修粮赋各册》，《安徽藩司公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婺源县也存在缮书私造“暗号册”的情况（《安省清理田赋条议酌存》，《中国华东文献丛书》第３辑第９３册，第１９０页）。
“惟闻宣城有（麟）册可凭，其余各属，仅有大块册式”（《清赋纪略》，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第２６２～２７４页）。
《呈抚宪》（六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四，第２２页。
《详两院宪》（六月），于荫霖辑：《安徽清理田赋案牍辑存》卷四，第２１页。
《于荫霖传包》，台北“故宫博物院”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目录资料库，文献编号：７０２００３４４８。
《奏请将安徽省应征光绪二十三年份各漕仍循旧章折征银两饬司按限批解部库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奏折与军
机处档折件资料库，文献编号：１４１８１２。
《清赋纪略》，冯煦主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第２６３页。
刚毅在江南的清赋效果在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被清廷认为实在可靠，增收款项均落到实处①。仅
就州县而言，常熟、昭文二县展复荒额近一半②。而安徽省清赋不仅田赋收入增加无几，展复荒额的
收效亦不显著。安徽省下辖八府，其中以徽州府最无成效，仅歙县、绩溪呈报清出１１　０６９．７６亩，其他
各县如婺源、休宁，虽与安庆清赋总局有公文往来，但均未呈报最终数额。安徽省清赋稍早，各项措施
均属尝试，清赋机制尚不成熟，很难完全与后来江南的清赋等同对比，但清赋实际效果不佳也是不可
否认的。
如果再比对士绅群体在清赋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地方社会变化，较之以常熟徐兆玮③为代表的传
统江南士绅在刚毅清赋期间表现出的士气低迷，目前来看，无论是最具成效的贵池县还是最无成效的
徽州府黟、歙二县，均让我们看到士绅的活跃和情绪之高涨。这种积极的地方政治参与，皖南诸县士
绅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与江南的情形迥然不同。
在贵池县清赋中，王源翰作为士绅的代表，为清赋之事前后奔走，亲身破除旧习，号召士绅联合，
可谓不遗余力，直到清赋结束后的第五年（光绪二十七年），王源翰仍然在竭力维护清赋的成果。在整
个清赋运动中，贵池县诸士绅联合行动并成立了四乡公所，该公所由此成为诸乡士绅入城之据点，是
士绅谋求自治，摆脱保书经征弊病诉求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乡民的利益。此公所也意味着贵池士绅谋
求自治的开始，维新变法以后，贵池县的自治公所即设于此，并沿用四乡公所、四乡局之名。１９１１年
１１月自治公所改组，成立贵池县临时参事会，后改为临时议会，清赋诸士绅如章学文、张彬均列席议
员④。“四乡公所”作为旧制度的遗产，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社会力量。贵池县的士绅在与胥吏抗争的
道路上不仅仅是通过四乡士绅联动，而且发动了跨域的社会网络。
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同处安徽南部的徽州黟县、歙县士绅也就田赋征收向知县及胥吏发
起了抗争，屡屡控诉，上至巡抚、布政司、皖南道衙门，下至府县衙门，总数达３４次，其中光绪二十年十
二月十三日上控至布政司署联名士绅数多达７６人。相较贵池清赋，徽州的控案发动了更多本地士绅
参与，同样利用了跨域的社会网络，并且有效地借助“曾文正公定章”这一太平天国战争后曾国藩在安
徽留下的制度遗产，与各层级地方政府博弈。鉴于清赋前士绅群体活跃的上控情形，省级政府并未在
徽州强制推行清赋，各县陈报效果亦颇不佳，并且在安徽整体急需增加实征数额的形势下，黟、歙士绅
群体的减赋愿望却得到了满足⑤。
综上，福润、于荫霖安徽清赋与刚毅江南清赋相比，实际效果略显不佳。在整体清赋的形势下，即
便清赋伊始安徽省衙门便颁发章程、告示，清赋期间也屡屡札催、巡查，行政过程中省府与州县官员、
胥吏、士绅对清赋的认识及应对有显著差异。虽然皖南士绅的联合和跨域互动十分明显，表现出强烈
的政治参与度，但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在清赋增税共识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对立、冲突、斗争、妥
协不断在地方社会交替上演。安徽清赋对于荫霖而言或许具有特别的意义，台北故宫所藏清国史馆
档与民国清史馆档中的清人物传记资料中有如下记载：“公（于荫霖）抵藩司任后，以为朝廷需款孔亟，
与其筹款，莫若清赋……办理未久，福公（福润）去，事遂中辍，然已查出隐熟新垦田一万八千七百垧有
奇，计得原缺荒田十分之三。”⑥这一事迹在《清史稿》“于荫霖传”中被描述为：“增垦田万八千余亩，撙
节库储二百万金”⑦。与于荫霖同时期担任按察使的赵尔巽在编撰《清史稿》时显然将清赋视为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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